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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乐舞思想





第　　一 章

儒家礼乐思想及其流变

儒道互补。而谈谈到中国文化传统，人们总爱蔽之以一言

起这“互补”之“儒”，又不能不从那位“弟子三千，圣人七十”的孔夫

子开始。

“儒”之所以成为传统文化的中坚，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

所谓“老师宿儒”，“儒”者“师”也。“儒”者多好“有教无类”、“诲人不

倦”，于是文化精神通过教育手段延续下来。二是由东汉许慎《说文

解字》所道破的：“儒”者“柔”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正

是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之克“敌”制

胜的法宝。无论是施“仁义”之教，还是行“忠恕”之道，都是如此。

“礼乐”作为儒家文化的乐舞观，在先秦主要是由孔子、孟子、

荀子传承并光大的。为此，在本章中，除考察孔子“乐则韶舞”的乐

舞观，还要兼及孟子“乐民之乐”和荀子“以道制欲”的乐舞观。但事

实上，宋儒并不将荀子视为孔、孟之流；而荀子之徒韩非另辟“法”

径，无疑给宋儒提供了最重要的口实。我认为，考察先秦以孔子为

代表的儒家“礼乐”思想，不仅不能逐荀子于门外，而且应该拽韩非

入庭院。这样，我们才能认清儒家乐舞思想中是否包孕着导出法家

乐舞思想的因素；才会对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政治态度有更深刻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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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乐则韶舞：孔子的乐舞思想

如果说，周公的舞绩在于承《云门》、续《箫韶》，使“六代”之舞

各用其“祀”；那么，孔子的舞绩便在于“从先进”、“从周”典，使“八

佾”之乐制于一“礼”。历代先王“功成”必“作乐”的传统“传”到孔子

之时，已“统”为“作乐”必“合礼”了。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自言“述

而不作”。但“述而不作”之类的言语被其弟子辑成《论语》，本身又

成为一种“作”。孔子的乐舞思想，就在其众弟子辑录的《论语》中。

《论语》是孔子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辑录，其中涉及乐舞的言论，带有

浓重的感情色彩。从孔子“好”（喜好）与“恶”（厌恶）的情感态度入

手来把握其乐舞思想实质，我们首先发现，孔子对“诸侯舞八佾”和

“郑声乱雅乐”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厌恶。

《论语 八佾》载：孔子听说鲁大夫季氏用了“王”才可用的乐

舞之“礼”，愤而言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四书

年版，第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语

页。以下只注页码）。在《论

阳货》中，孔子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

口之覆邦家者”（第 页）。为什么不可忍“八佾舞于庭”？《论语》

范氏注曰：“乐舞之数，自上而下，降杀以两而已，故两两之间，不可

以毫发僭差也。孔子为政，先正礼乐，则季氏之罪不容诛矣”（第

卫灵公》中孔子自云页）。为什么又痛恶“郑声乱雅乐”呢？《论语

“郑声淫，佞人殆”是一个极为贴切的脚注。

孔子对“八佾舞于庭”的不可容忍，对“郑声乱雅乐”的深恶痛

绝，如范氏指出的：在于“孔子为政，先正礼乐”。而“八佾舞于庭”、

“郑声乱雅乐”均属“非礼之乐”。于是，我们一方面看到孔子“礼乐”

思想是建立在“乐与政通”的观念上的；一方面又看到孔子“礼乐”

思想的主旨在于“正礼乐”而“兴邦家”。为实现这一主旨，孔子申说



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

子路》说子

路“问为政”于孔子，孔子答曰：“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

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

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第 页）。这就是所谓的“正名

分”。《论语 卫灵公 说颜渊“问为邦”于孔子，孔子告以“行夏之

殆”（第 页）。这就是所谓的“远佞人”。

那么，孔子要“正”、要“兴”的“乐”是什么呢？换言之，怎样的

“乐”在孔子看来才合于“礼”呢？《论语 季氏》曰：“益者三乐，损者

宴乐，损矣”（第

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

页）。这里讲得比较抽象，叫“乐节礼乐”；孔子

也说过比较具体的，那就是答复颜渊“问为邦”时说的“乐则韶

舞”。关于《韶舞》，孔子的评价极高：曾说：《韶》“尽美矣，又尽善

矣”；又说：“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我以为，《韶舞》当属“节

礼乐”的范畴；而所谓的“节礼乐”，就是“礼乐”的“文质得宜”。

自言“述而不作”的孔子往往“以述代作”。明明是自己主张“乐

节礼乐”、“乐则韶舞”，却要反复声明自己的“礼乐”主张是“从周”、

“从先进”。《论语

页）。《论语

八佾》中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先进》中孔子又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从周”（第

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第 页）。“从周”

是因为周监于夏、商二代，“乐”完“礼”备；但孔子为什么又说“从先

进”呢？为什么说从“野人”之礼乐而不从“君子”之礼乐呢？程子为

《论语》作注曰：“先进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

人。后进之于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盖周末

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过于文也”（第 页）。简言之，

“从先进”就是主张“礼乐”的“文质得宜”，这与孔子自言的“乐节礼

乐”是一致的。也似可说明墨子抨击孔子“繁饰礼乐以淫人”是言过

一要“正名分，兴礼乐”，二要“放郑声，远佞人”。《论语



第二节　　　　乐民之乐：孟子的乐舞思想

其实的。

另一方面，孔子又对“合礼”之乐欣然首肯，

孔子的“礼乐”思想建立在“乐与政通”的观念上，在其实施的

过程中又主张“文质得宜”。因此，孔子一方面对“非礼”之乐愤然斥

责，提出要“乐则韶舞

并且对那种将外在规范的“礼节”化为内在自觉的行为表示了极大

的赞赏，这就是他对“风乎舞雩”的认同。

先进》中说孔子问几位弟子的志向，答者或言“千乘之《论语

詠而归”（第

国，可使有勇”；或言“方六七十，可使足民”；或言“宗庙之事，愿为

小相”；而孔子却说自己的志向与曾皙相同，即“莫春者，春服即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

页）。孔子为什么惟独赞同曾皙之志呢？这是因为，在孔子的时代，

“非礼”之乐四处泛起，诸侯舞八佾，郑声乱雅乐⋯⋯纵令你愤慨、

挞伐也全然无济于事。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礼将不礼之际，如果

人们能自觉循礼，把循礼当成人生一大快事（如“风乎舞雩”即是把

商周季春的“祓除”之祭礼赏游于心），这当然令孔子欣喜异常了。

也就是说，“乐则韶舞”和“风乎舞雩”两个命题体现出孔子乐舞思

想的一贯性，即不仅要依循前代之礼乐，而且要使这礼乐成为人们

一种自觉的、愉快的行为。就后一点而言，孟子倒是入其堂奥了。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最受推崇的是孟轲与荀况。冯友兰先生

研究中国哲学史，认为孟子发扬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主义的一面，荀

子光大了孔子思想中现实主义的一面。而通过对孟、荀乐舞思想的

研究，我认为孟子受墨家“兼爱”观的影响，荀子受道家“道德”观的

影响，二人分别使孔子“礼乐”思想出现了“乐民之乐”与“乐得其

道”的分野。



“乐与政通”

梁惠王章句》。该文通过孟孟子的乐舞思想主要见于《孟子

子与梁惠王的对话表述了孟子“与民同乐”的乐舞观。文曰：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

孟子“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

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

与人乐乐，孰乐？’日：‘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

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

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

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

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

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页。以下只注页码。）（《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年版，第

孟子“与众乐乐”、“与民同乐”的乐舞思想是其“民为贵”的民

本思想的一个方面，这一思想与墨子的“兼爱”主张颇有相通之处，

但又有本质的区别。即墨子的“兼爱”是从“交相利”来体现的，是基

于一种“经济”的考虑；孟子则是“亲吾亲，以及人之亲”的兼爱，是

基于一种“伦理”的考虑。就乐舞思想而言，孟子回避了孔子的“从

周”、“从先进”之说，首倡“今之乐犹古之乐”的“乐无古今”说，把

“礼乐”的价值尺度从“乐则韶舞”转到“与民同乐”、也就是从“法先

王”转到“顺民心”上来了。

当然，孟子仍然恪守孔子“礼乐”思想的基石

的观念。他主张“与民同乐”，是因为“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

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第

还进一步阐述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乐以天下，忧以

页）。换言之，无论是“与众乐

乐”、“与民同乐”也好，也无论是“乐民之乐”、“乐以天下”也罢，孟

子的目的都在于使统治者能“王天下”。应该说，这是孟子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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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

政”、“为邦”之乐的一个调整。因为，到孟子的时代，已无法阻止“郑

声乱雅乐”，更无法干碍“八佾舞于庭”了。

页）。又说：“仁之

孟子使孔子“乐则韶舞”的“礼乐”思想走向“乐民之乐”，还不

仅仅是提出“与民同乐”、“乐以天下”的主张；更在于强调每个人要

从“事亲”、“从兄”及“反身”做起。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

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第

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第

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 页）。把乐舞视为“王天下”的途径之一，进而

又把“王天下”落到“反身而诚”、“事亲”、“从兄”的实处，是孟子对

孔子“礼乐”思想的重要补充，也是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

儒教的先河。

孟子则进一步指出“世俗之乐”

在“乐与政通”的观念的制约下，孔子要求将外在规范的“乐则

韶舞”化为内在自觉的“风乎舞雩

是“

同于“先王之乐”，因为“为政”者“王天下”的根本不是“法先王”而

顺民心”。孟子的“乐民之乐”的乐舞观较之孔子“乐则韶舞”的

“礼乐”观而言，无疑是一个进步。因为“乐民之乐”有这样一种暗

示，即“民之乐”本身便是“礼”，无需在“民之乐”之外的“先王之乐”

处去找寻。就乐舞艺术自身而言，孟子乐舞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

它把衡量乐舞价值的尺度从僵死不变的“乐则韶舞”转到与时俱迁

的“乐民之乐”上来了。而这样，民众的审美心理将深刻地影响乐舞

艺术的进程，这可能是促成“今乐”取“古乐”而代之的重要思想因

素之一。

当孟子倡导“乐民之乐”、还“乐”于“民”之时；荀子却申说“乐

第三节　　　　乐得其道：荀子的乐舞思想



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 第

页。以下只注页码。）

得其道”、归“乐”于“道”了。孔子说“仁”，老子讲“道”，而在荀子看

来，“仁”即“人道”。荀子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说，认为人性本恶，

恶性之谓“欲”，必须以“人道”规范之，而乐舞最重要的功能就在

于此。

荀子的论乐专著是《乐论》。在《乐论》中，荀子开宗明义地提出

了“立乐之方”与“立乐之术”。何谓“立乐之方？”荀子认为：

⋯乐则不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

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

，使其曲直、繁

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

王立乐之方也。

年版，第（《荀子诂译》，齐鲁书社

那么，何谓“立乐之术”呢？荀子在文中分两次加以表述。一是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

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

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

页）。二是“故听

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

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

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

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

第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 页）。无论是

“立乐之方”还是“立乐之术”，荀子的立论核心在于一个“和”字。“立

乐之方”要求“乐而不流”、“形而为道”，说的是“和”；“立乐之术”要求

“审一以定和”、“天下之大齐”，说的也是“和”。“和敬、和亲、和顺”是

“和 出则征诛而使“听从”，入则揖让而使“从服”也是“和”，⋯⋯以

至荀子干脆直陈“乐者，⋯⋯中和之纪也”。这个“和”启“乐主和”之



（第 页）

先声；这个“和”，使荀子的乐舞思想自成系统。

“乐主和”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命题。孔子“恶郑声乱雅乐”，

求的是“和”；孟子说“王与百姓同乐”，求的也是“和”。前者主要是

“乐”的内部结构之“和”，而后者主要是外部功能之“和”。荀子对这

两方面都有论述：他认为要实现内部结构之“和”，就要“穷本极

变”、“著诚去伪”；而要实现外部功能之“和”，就要“移风易俗”，“以

道制欲。

荀子认为：

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

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

伪，礼之经也。

荀子较孔子之更进一步之处，在于不仅明确了“乐与政通”，而

且明确了“乐与情通”。以“为政”的得失来判定乐舞的优劣、进而或

“好”或“恶”说明“乐”，也是通过“情”来关涉“政”的。基于此，荀子

还进一步认识到“礼乐”演变的历史本身也是可以观照的人的精神

史。所以，他才会说“礼乐”是“治俯仰、诎信、进退、迟速莫不廉制”；

说“礼乐”是“观于乡而知王者之道易也”。正因为乐舞内部结构之

“和”是人的精神的物化，而这一物化的精神又要不断与流变的精

神求得“和”，荀子一方面认为乐舞本身要“穷本极变”、“著诚去

伪”；一方面还认为要用“和”乐去实现“移风易俗”、“以道制欲”。

所谓“移风易俗”，就是移去“奸声逆气”，易之以“正声顺气”；

因为，“逆气成象而乱生”、“正气成象而治生”。荀子认为：

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

人之心庄。⋯⋯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故乐行而志清，礼

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页）（第



页）。

这里仍可见“修、齐、治、平”的影像，只是更为强调了“礼乐”与“行

志”的密切关系。如果说，“移风易俗”是荀子乐舞思想之舟的篷帆；

那么，支起这篷帆的桅杆是“以道制欲”。“以道制欲”是其移何

“风”，易何“俗”的准绳。荀子说：

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

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

以道德也。

（第 页）

可以说，荀子“乐主和”的思想，其“和”之根本便在于“以道制

欲”。因为惟有“以道制欲”，才能“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

民齐而不乱”（第

如同孟子的“乐民之乐”受墨子乐舞思想的影响，荀子的“乐得

其道”也受庄子乐舞思想的影响。不过，荀子的“道”又不同于庄子

的“道”，后者是一种自然之“道”，而前者是一种人为之“道”。庄子

的“道”是要人归真返朴而自然无“欲”，荀子的“道”则是要人移风

易俗而人为制“欲”。庄子的顺于“天”与荀子的制于“人”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但二者在要求人之无欲这一点上又是根本相同的。由于

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墨子强调物质生活方面的节用原则而非

乐之“奢”，庄子强调精神生活方面的寡欲原则而倡乐之“希”；这分

别被孟子、荀子合理地吸收进先秦儒家乐舞思想中。但是，孟子的

“乐民之乐”与荀子的“乐得其道”不仅是对孔子“乐则韶舞”之乐舞

观的两种不同的阐释，而且是一个顺延的历程。孟子主张通过“乐

民之乐”来“王天下”，“乐民之乐”是手段；荀子则主张通过“以道制

欲”来“乐得其道”，“乐得其道”是目的。韩非之所以师荀子而成法

家，作为手段的“以道制欲”无疑对其有深刻影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四节　　　　好质恶饰：韩非的乐舞思想

荀”这一乐舞思想演进过程的合理变异。孟

尽管不像墨子那样旗帜鲜明地著《非乐》，也不像荀子那样系

统规范地写《乐论》，韩非并非没有自己的乐舞观。笼统地把墨家、

道家及韩非者流的法家对乐舞活动的否定混为一谈，是有可能失

去对韩非乐舞思想之本质的把握的。我以为，韩非的乐舞思想仍可

视为“孔

韩非的乐舞观是其政治观的附属品，他比较明确发表自己对

乐舞的看法，是在《十过》这篇指陈为政之弊的文章中，“十过”之

四，便是“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韩非子校注》，江苏

年版，第人民出版社

观，就要先了解韩非在《八奸》和

页。以下只注页码）。要理解这一乐舞

十过》中的另两段议论。其一，韩

非认为：“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也八术，⋯⋯二曰在旁”。所谓“在

旁”，即“优笑侏儒，⋯⋯内事之以金玉玩好，外为之行不法”（第

也”（第

页）。其二，韩非认为：十过“六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

页）。显然，前一点作为“奸”，是针对惑主之“优笑”而言；

后一点作为“过”，是针对主耽于“女乐”而言。陈说的对象不同，但

要陈说的意思是一致的。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优笑”惑主为“奸”，主耽“女乐”为“过

韩非才指出“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那么，韩非所谓

的“好音”指的是“好”什么“音”呢？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卫灵公

在去晋国的途中，宿于濮水之侧。在夜间，听到“新乐”的演奏而感

到很高兴。但其左右的人都说不曾听见。于是，卫灵公把乐师师涓

召来，告以此事并要他静听、谱记下来。师涓谱记了一宿，又演习

了一宿，便随卫灵公去见晋平公了。灵公与平公在施夷之台相

会，酒酣之际，灵公说有“新乐”请平公共赏，平公称善。同时命乐



页）（第

页）

这里就看出韩非虽没有如荀子那样讲“乐主和”，却大讲儒家

“礼为序”的观念。他还进一步认为：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

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礼

繁者，实心衰也。然则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者也。

（第

这里仍有儒家“大礼至简”的影响，不过其“好质恶饰”离孔子

的“文质彬彬”已相去甚远了。这其实并不奇怪。法家者，我以为不

仅在于提倡法治，在历史上更以“变法”著称，王安石的“祖宗之法

不足畏”挑明了这一点。孔子用先王之“礼”来规范人心，企图挽救

一个破败凋敝的王朝；而战国末年礼坏乐崩的事实，迫使韩非认识

页）。

这个故事讲的便是“好音”之过。由此而看韩非的乐舞观，至少

不宜将它与墨家反对“礼乐”的繁饰盛为、与道家主张“天乐”的清

净无为等而论之。韩非虽并非直接主张用“礼乐”，但其视这种“好

音”之为“过”乃是合乎儒家之“礼乐”观的。反对“濮上”的亡纣之

乐，与孔子厌恶“桑间”的淫郑之声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的确，韩非

反对“优笑”，反对“女乐”，反对“好音”，但并非不讲“礼”。作为法家

的韩非，不喜欢“儒”，却不一概反对儒家所言之“礼”。韩非认为：

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

之；实心爱而不知，肖之所以别也。中心怀而不谕，故疾徐卑拜而明

故好言繁辞以言之。礼饰之所以谕内也。

师师旷在旁观师涓演奏。一曲未终，师旷便制止师涓，指出这是

商纣时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乐，是亡国之音。但平公执意要

听，不仅要听这得之于濮水之上的“清商”之声，还要听更甚于此

的“清徵”、“清角”之声，结果晋国大旱三年，平公也患了癃病（参见

第



沿着这一线索，对韩非通朴心的

页）

到“礼”不应是规范人心，而应“事通人心”，并且“通”的是“人之朴

心”。由孔子法先王的“乐则韶舞”，经孟子顺民心的“乐民之乐”，又

经荀子制人欲的“乐得其道”

“好质恶饰”的乐舞观就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我以为韩非所谓“法家”的乐舞思想是儒家“礼乐”观在新的社会形

势中正常的遗传变异。

韩非自己就道破过这一点，说：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代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

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锋短

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

异则备变。

（第

也就是说，礼乐礼乐，在于以乐护礼，也即在于维护一个合理

的社会秩序。而现在，世事、时势变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备）当

然也要变。韩非的“变”，不是变“古乐”为“新乐”，因为其视之为

“过”的“好音” 所“好”之“音”正是所谓“新乐”。他的“变”是要

求礼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他在《亡征》中明确地表示过：

“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

可亡也”（第 页）。在某种意义上，韩非企望建立一个合“法”的

社会秩序与孔子拼死维护一个合“礼”的社会秩序并没有本质的差

异。汉武帝能“外儒内法”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几千年封建秩序能

“一贯制”也说明了这一点。

本章作为“儒家礼乐思想及其流变”，拉拉杂杂从孔子、孟子、

荀子一直写到法家的韩非。这种写法的用意有三：其一，通过本章

的描述，可以看出孔子作为“圣人”，其实是一个民族的智慧结晶，

是民族的文化积淀而不断为之加以桂冠、抹以光晕的。其二，可以

看出礼乐思想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同化力。



任何人都可以对之重新加以阐释，它也极擅在论争中吸收对方思

想中的合理因素而发生变异（韩非变“儒”为“法”，只说明量变到

一定程度所引起的质变）。其三，从孔子到韩非，贯穿的“潜线”是

“乐与政通”的观念，而“显线”则是异口同声地对“郑声”的声讨。

这一点向我们提示：尽管孔子的“述而不作”不失之为一种“作”，但

后来者的“作”却又往往跳不出“述”的樊篱。本章作为儒家礼乐思

想及其流变的考察，当然不希望成为一种“作”而只求“述”得准确

些而已。



第　　二章

墨子非乐思想的逻辑构成

先秦之时，韩非以儒、墨并为世之显学，至汉世犹以孔、墨并

称。尔后，自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宋代朱熹集注“四书”，直至

今日沸沸扬扬的第三期儒学复兴；儒家思想（包括其礼乐思想）可

谓入世也久，化人也速。而墨家却似乎断了香火，家道中落了。以

至清代俞樾认为：“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

既少，注释亦稀。”不过，这并不妨碍墨家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之初一度得到张扬。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

爱”，“兼爱” “兼相爱”的具体措施是“交相利”，墨子的“非乐”

便植根于此。

第一节　　　　兴天下之利：墨子非乐之动机

为何要“非乐”？《墨子 非乐》开宗明义：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利人乎即为，

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

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页。以下只注孙诒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 年版，第（清

页码。）

简言之 墨子“非乐”是为了求天下之利，为了不亏夺民衣



绣，此掌（通‘常’）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食乎人者也

食之财。

那么，何以见得“兴乐”便是不利于天下，是夺民之衣食呢？墨

子的理由如下：

页 ）。也

首先，“兴乐”要有乐器，而墨子认为：“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

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

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竿、笙之声”（第

就是说，“厚措敛乎万民”以造乐器，是不利于天下、夺民之衣食的

因素之一。

其次，有了乐器就要有乐工演奏。墨子指出：“钟犹是延鼎也，

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将必使当年（意即

‘壮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使丈

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

（第 页）。也就是说，废“耕稼树艺之时”、“纺绩织纴之事”

的演奏，是不利于天下、夺民之衣食的因素之二。

再次，有了乐工，有了万人（“万”即“乐万”，“万人”泛指“乐舞

人”），也就有了其“衣食”的问题。墨子以史为鉴，指出：“昔者齐康

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

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

第

页）。也就是说，乐工、万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而且“食必粱

肉，衣必文绣”，是不利于天下、夺民之衣食的因素之三。

上述三个因素还只是“兴乐”之“奏乐”方面，墨子还进一步指

出“观乐”丝毫无利可图。对人民来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

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

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第 页）。对国

家来说，“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

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


